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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Villages'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Homo-
Urbanicu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DNAs: A Case Study of Zhangguying 
Village

郭谌达   周  俭    GUO Chenda, ZHOU Jian

传统村落是我国历史文化的重要遗产，多维度挖掘其空间特征有助于促进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基于对“城市人”理论的

理解，以张谷英村为研究对象，基于文献梳理、实地访谈和踏勘，从特定的“人”“时”“空”“事”4个维度对研究对象进行剖

析，提炼出特定“时”“空”下影响研究对象的主要文化基因及其内在特性，归纳出“典型人居”在空间上表现出的特征。

在此基础上，从文化基因的视角分析了“典型人居”与“典型城市人”的匹配。“城市人”理论为传统村落空间特征分析

提供了新的思路。

Traditional villages are China’s important heritage. Exploring their characteristics from multi-dimensions can effectively contribute to 

protecting and inheriting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space. Zhangguying Village as a case is analyzed in four axes of “people”, “time”, “space” 

and “issue” from the theory of Homo-Urbanicus① and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DNAs based on literature researches, interviews and 

surveys at the village. Then based on the specific “time”and“space”, the case’s main cultural DNAs and their key internal characteristics 

are found.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expressing the “typical human settlement” are inducted. On the basis, it analyzes the match between 

“typical human settlement” and “typical homo-urbanicu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DNAs. The theory of Homo-Urbanicus 

provides new perspectives for traditional villages’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0   引言

2012年，我国通过了第一批“中国传统

村落”名录，至2019年6月已公布五批，表明

了国家层面对保护传统村落的重视。2017年

《中国传统村落蓝皮书：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调

查报告》指出，传统村落记录了民族起伏兴

衰，反映了一定历史时空的社会物质文化与精

神文化的发展状况，承载了珍贵的历史记忆、

民族和地域文化信息[1]。传统村落价值的丰富

性和保护的必要性已成为时代共识，传统村落

的空间特征是对此比较集中的体现，保护传统

基于“城市人”理论的文化基因视角下传统村落空
间特征研究*——以张谷英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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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在保护它的空间特征

及其背后的历史文化价值。然而，中国近半个

世纪来的工业化、城市化正不断使一些传统聚

落面临着诸多风险，如聚落消亡、传统社会文

化和传统邻里关系解体等；一些不恰当的保护

如统一整修、装饰，直接抹杀了传统村落空间

的历史文化价值传承和民间创造的多样性[2]，

加剧了传统村落空间特征的丧失。

当前，我国传统村落研究处于快速前进

阶段，研究视角多元，研究主题主要涉及传统

村落价值、文化景观、公共空间、空间形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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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与开发等，空间与文化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研

究内容，挖掘传统村落空间的内在联系是未来

的研究方向之一[3]。经过实地调查，本文选取

空间特征鲜明、目前物质空间保存较为完整、

仍主要服务于日常生活的湖南岳阳张谷英村

为案例。张谷英村于2012年被列入首批“中

国传统村落”名录，是一座以单一姓氏为主

的汉族村落。现存仍较为完整的村落空间依

次是当大门、王家塅、上新屋，又称“大屋”，

总占地约5万多平方米，共1 732个房间和206

个天井[4]。借鉴以往基于观察空间形态进行空

间特征归纳的方法，基于“城市人”理论②，

从文化基因的视角对空间进行多维度分析，

重新发掘和梳理空间特征，以期为从更深层

次做好传统村落空间保护工作提供有益的理

论支撑。

1   “城市人”理论[5-8],[9]25

“城市人”理论是加拿大规划学者梁鹤

年提出的规划理论，提供了一套从哲学层面推

演、解释人居现象的逻辑方法。“城市人”的定

义是“理性选择聚居去追求空间接触机会的

人”，因此聚居于村落的人（村民）也是“城

市人”的一类。“城市人”理论的核心思想是

“自存—共存平衡”。自存是自我保存，共存是

与人共存。自存的逻辑是个体利益最大化。共

存的逻辑是两个或多个不同个体（可以是具

体的或抽象的）换位思考对方的“合理”利

益需求，然后把自身的追求从最大化的“理

想”水平调整到稍低的某一“合理”水平，从

而双方从自存与自存的对抗，调整到共存与共

存的协调。“自存—共存平衡”的目标是创造

个人和整体的空间接触的最优化，即“自存—

共存平衡”的最高共识，也即融合了各项发展

目标的最高水平的平衡[6]。因此，“城市人”“理

性选择聚居”是指“城市人”会按照“自存—

共存平衡”的原则对聚居进行选择，他们的目

标是“最大空间接触机会”，也就是追求达到

空间上的“自存—共存最高水平的平衡”。“城

市人”理论认为，人居环境是由人、事、时、空4

个要素在变化和互相影响中共同决定的，特定

的“人”在特定的“空”（处境）和特定的“时”

（时刻）会关注或追求特定的“事”（空间接

触）。特定的“人”即某类“典型城市人”，他

们的目标是尽可能实现其特定的空间接触的

追求，也就是提升正面接触、降低负面接触，

达到最理想的空间接触，也就是最理想的人

居。“最理想的人居”是指与该类“典型城市

人”最为匹配的人居，即“典型人居”。当“典

型城市人”（年龄、性别、生命阶段）和“典型

人居”（人口规模、人口密度、人口结构）实现

匹配，就达到了空间上的“自存—共存平衡”。

村民作为一类“城市人”，可以被分解为

一对“典型城市人”，在特定的“时”“空”，按

照“自存—共存平衡”的原则，在追求空间接

触机会的过程中不断对空间进行选择和塑造，

不断匹配空间与所追求的空间接触机会，结果

是形成了满足所需的空间接触的村落空间。也

就是在特定的“时”“空”下，“典型城市人”

的自存与共存平衡“反映在人居的空间部署

之上”，即形成了一定的村落空间，即是能够匹

配“典型城市人”自存、共存需求的“典型人

居”，表现出一系列空间特征。

2    特定的“时”“空”：择取文化基因

2.1   特定的“时”“空”

特定的“时”为村落空间特征的形成提

供了可能。本文聚焦于张谷英村从建村到稳

定的明清时期。明洪武年间，张谷英选择渭洞

石桥冲作为族人的第一个聚居点（今已不存

在）。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张氏七

世祖张公泰选择在渭溪河西岸兴建新的住屋，

基本位于今天张谷英村的位置。万历年间（公

元1573—1620年），张氏八世祖张伏层在渭溪

河西岸新建住屋，也就是今天的当大屋。《张氏

族谱》记载这段历史为“思南志在恢宏先业，

出谷得迁上首屋场正居一所，后人之基始于

此”，留存至今天的张谷英村的风貌即始于此。

清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张氏十六世祖张

续栋新建第二座大屋，即今天的王家瑕。嘉庆

八年至嘉庆十年之间（公元1803—1805年），

另一位张氏十六世祖张续彬新建第三座大屋，

即今天的上新屋[10]14。至此，张谷英村的村落

空间基本形成。

特定的“空”指所处的区位。张谷英村

位于幕阜山脉尾脉湖南省岳阳县内丘陵—盆

地地带的渭洞盆地。盆地东、西、北三面山体较

大，南部较缓，盆地内主要有一座近似南北走

向的小丘龙形山和渭溪河（见图1）。张谷英村

即依山而建，渭溪河支流贯穿全村。明代洪武

年间，张氏祖先张谷英率族从江西迁居至此，

此后600多年他的后人一直在此聚居。

2.2   特定的“时”“空”下的文化基因

2.2.1    文化基因的主要内容

这一区域在明清时期位于儒家文化的核

心影响范围。因此，儒家文化的主要思想可以

作为影响张谷英村的主要文化基因，包括中庸

思想、宗族观念和纲常思想[10]52。“中庸”是儒

家文化鼓励人们追求的一种道德状态，“中庸

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指“中和、时中”

等，“庸”指“用中、平常”等，“中庸”可以

理解为“恰到好处、不偏不倚、动态平衡”[11]

等含义。宗族观念是儒家文化推崇的一种基

于血缘的姓氏和家族的社会组织观念，从周代

起就逐步被确立起来，到明清时期仍然有明显

的社会影响力。宗族内部以男性成员作为判断

血缘关系的基点，纵向上表现为不同的辈分，

横向上表现为同一辈分的各兄弟及他们各自

组建的家庭。在明清传统社会中，越为相近的

血缘关系往往意味着越为紧密的关系、越为强

烈的认同感，往往具有相似的思想观念和价值

判断，并受到更为一致的思想及行为标准的评

判、管理和约束[10]53。纲常思想则主要强调严

格的等级制度，“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

夫为妻纲，“常”指仁、义、礼、智、信，核心可以

概括为一种秩序性、层级性[10]54。明清时期仍

沿用这种观念，既用于国家治理，也用于宗族

家族管理。

2.2.2    文化基因的内在特性

（1） 一致性

中庸思想、宗族观念和纲常思想，都是儒

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因此三者具有内在一致

② 本小节内容除参考文献外，其他为郭谌达师从梁鹤年教授学习后理解、整理而成。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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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这是文化基因能够影响张谷英村“典

型人居”与“典型城市人”匹配的关键所在。

3    特定的“人”：确定“典型城市人”

张谷英村的村民是本文中特定的“人”，

他们是张谷英的直系后人，同宗同源。随着代

际的增加，这里发展出若干支族。在传统社会，

人口数量是支族盛衰、势力强弱的重要衡量标

准之一。因此，可以按支族人口数将村民分为

人数较多支族和人数较少支族两类，作为一对

“典型城市人”。他们是共同塑造村落空间的实

际行动者，既是村落空间的提供方，也是村落

空间的使用方。他们提供并追求匹配可以满足

“自存—共存平衡”的理想人居。在这个过程

中，他们追求自存需求和共存需求的平衡满足。

自存需求是仅考虑单方的自存目标而希

望达到的最“理想”状态；共存需求是共存意

识促使自身也考虑其他方，逻辑是若干个不同

利益方互相换位思考对方的“合理”利益，

然后把自己的追求从单方利益最大化的“理

想”水平降低到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合理”

水平。两类支族的自存考虑都是尽可能保全自

身生存及获取自身发展。具体到空间上，他们

的“理想”水平是仅考虑自身的空间需求，以

最大程度地实现单方自存目标。而共存意识使

双方都知道，如果失去另一方的支持，自身抵

御外界威胁的能力会削弱，不利于自身的生存

和发展。具体到空间上，共存考虑即是也考虑

对方的空间需求：人口数较少的宗族知道人口

数较多的宗族需要更多的空间；人口数较多的

宗族也明白不能“欺负”人口数较少的宗族，

从而达成一个对双方都合理的方式来组织、分

配和使用村落空间。

在本文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两类支

族成员都传承了中庸思想、宗族观念、纲常思

想的文化基因。这从较为根本的层次上决定了

他们之间对“理想”空间需求的“想象”，也

就是在空间应体现或符合文化基因的内涵上

达成了共识，有利于文化基因发挥作用。这种

“想象”可以理解为引导空间形成的“蓝图”。

这是文化基因能作为分析“典型人居”与“典

型城市人”匹配的视角的基础。

4    特定的“事”：分析“典型人居”

典型人居能满足典型城市人在空间上自

存、共存需求的平衡。在特定的“时”“空”条

件下，张谷英村最终形成了一定的村落空间的

使用与部署，表现出相应的空间特征。由于这

种空间稳定持续了近20代人、长达600多年，

因此可以认为这达到了一种“平衡”状态，也

就是“典型人居”满足了两类支族（即“典

型城市人”）的空间接触的需求，即“典型人

居”与“典型城市人”的匹配。

4.1   空间组织特征: 可调控的连通性和有序

       的生长性

张谷英村的空间主要是通过横、纵轴线

串联空间细胞的方式组织起来的。空间细胞具

有基本一致的组成，一般以前后布局的堂屋和

天井为中心，左右为厢房（见图2），构成一个

最基本的起居单元。它们之间通过调整门的开

合可以实现彼此间的连通或分隔，体现出可调

控的连通性。分隔时，主要满足村民个体的自

存需求；连通时，也满足了村民个体与其他村

民个体、宗族整体的共存需求。开合的可调控

性能够调整不同程度的自存与共存需求，实现

动态平衡。

空间细胞的生长是依托轴线形成的。大

屋的轴线包括纵、横向两组，相互垂直，纵轴可

分为纵向主轴和纵向次轴，横轴为依托主轴形

图1　张谷英村及周边环境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张氏族谱》改绘。

图2　空间细胞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性。它们在中国古代社会占有统治性地位，也

影响了人们所追求的村落空间的目标。一致性

使三者合力作用于张谷英村空间的形成。

（2） 保育性

张谷英村位于幕阜山脉南脉尾脉的山坳

盆地中。这种地形条件在古代往往意味着较好

的防御性，也意味着对外交通不便。因此，外来

人员、文化等都较难进入，内部文化会较少受到

外来文化的影响。这对于保存和延续本地文化

具有相当强的促进作用。没有其他文化的有力

竞争，当地居民本身所含有的文化基因的影响

力就会显得“一枝独秀”，有比较明显的作用。

（3） 强化性

在长达600余年的时间里，在相当有限的

村落空间中，张谷英村始终处于相当纯粹的聚

族而居的状态，若干支族亦同属于单一宗族。

因此，他们的血缘关系更为亲近。在包括明清

时期在内的我国传统社会，这就意味着他们的

社会关系也更为紧密，认同感更强，并受到更

为一致的价值标准的评判和管束；同时，这也

意味着他们更依赖有力的宗族观念和纲常思

想等来协调、管理，这些观念和思想的作用也

会更加深入和持久。也就是说，张谷英村长期

而紧密的聚族而居的状态强化了文化基因对

空间的影响。

从分析文化基因内在特性的过程可以看

出，文化基因从思想观念上为人们的行为提供

了相当的准则，同时张谷英村的所处之时和所

处之境也为文化基因发挥显著作用提供了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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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支轴（见图3）。同时，空间细胞在生长时

受到使用需求和地形条件的影响，前者主要是

由于后世的不同支系或家庭人口数量的不同，

其所需要的空间细胞的数量也不同，人口数量

越多，空间细胞数量一般就越多；后者主要是由

于自然地理条件（山地坡度条件等）对开发

的限制，如遇较大坡度，空间细胞一般就停止生

长。形象地说，如王家塅大屋形成了类似“丰”

字形的平面结构（见图3），当大屋形成了异形

“丰”字形的平面结构（见图4）。汉字中的竖线

代表纵向主轴，在3座大屋中都是稳定存在的；

横线代表横线支轴，都与竖线基本垂直但位置

各不相同。这表示横纵轴之间的内在垂直关系

是稳定存在的，但二者不是机械连接，而是在受

到使用需求和地形条件等因素影响后产生的有

机连接。3座大屋虽然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空间

形态，但在空间组织上的本质是相同的，都是空

间细胞在纵横轴线的控制下生长形成的。

4.2   空间分配特征: 血缘性

空间分配特征主要是依据居住者的血缘

身份对物质空间的所属和使用进行分配，也就

是空间分配是其使用者血缘关系的物质化体

现。纵向主轴上居住的一般是辈分较高者。横

轴与纵轴基本垂直相交，两端向外发展，两侧

的长短由居住在该部分横轴上的家庭单元的

数量决定（见图4）。一般一个家庭单元使用

一个空间细胞，家庭单元越多，所需的空间细

胞越多，横轴的长度就越长。在同一条横轴上

的空间，往往由同一支系的人使用，其中离主

轴越近的村民在支系中的年纪或辈分一般

越高③。除纵向主轴外，同一横轴上的亲缘关

系一般比不同横轴之间的亲缘关系要近。因

此，通过这样的空间分配方式，空间和宗族

内部血缘的亲疏远近关系之间形成了较为

明确的对应关系。

4.3   空间功能特征: 层级性

空间功能以敬祖的空间功能为例，表现

出层级清晰有序的特征。敬祖空间表达了后

人对先祖的敬意，可被细分为宗祠、支祠和家

祠3个层次，分别用来供奉全部张氏子孙共

同的宗族祖先、某一支系子孙的直系先人和

一个家庭自己的已逝长辈。大屋中最主要的

宗祠空间是供奉祖先张谷英牌位的祖先堂，

位于始建年代最早的当大屋主纵轴线上最后

一进院中的公屋。当打开当大屋的所有屏门，

各道屏门和院落由大门自外向内成为层层景

框，加上近大远小的作用，将视线集中收束于

末点即公屋。这也从空间视觉上强化了祖先

堂神圣、隆重的氛围（见图5）。支祠和家祠也

位于本支系或家庭范围内主要纵轴或横轴上

的空间细胞中。这样就形成了一套层次分明

的空间系统来满足对应层级的敬祖功能。

5    文化基因视角下“典型人居”与“典

       型城市人”的匹配

从逻辑上说，文化基因作为一种观念，从

根本上影响了村民空间需求的形成（“蓝图”

的形成）；为满足这些需求，村落空间进一步

形成了对应空间的使用和部署的方式，表现为

一系列空间特征。这些空间特征既满足了各支

族成员对空间物质上和文化上的自存需求，同

时满足了两类支族在空间上的共存需求，也就

是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典型城市人在空间接

触上的“自存—共存平衡”。这应该是“大屋”

式空间能在长达600多年的时间里延续下来、

被使用至今的原因之一。

5.1   空间组织特征与“典型城市人”的匹配

首先，空间组织特征与两类支族成员的

中庸思想相匹配。单个空间细胞形态中正，

“不偏不倚”，满足了各自成员在空间上的自

存需求；空间细胞间的屏门开合使大屋内的

空间可按需按序分合，可张可弛，动态平衡，

满足了两类支族间共存的空间需求。同时，中

庸思想影响下的大屋以纵向主轴、横向支轴

为基准进行空间组织，使整个村落空间有序

有机地向外扩展。这使人口数较多的支族可

以按需得到较多的空间（细胞），但是仅在自

己的轴线上发展，没有侵占人口数较少的支

族的轴线，因而使人口数较少的支族仍有未

图3　王家塅平面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当大屋纵向主轴和横向支轴关系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③ 根据张谷英村当大屋的第26代张氏后人口述整理（访谈时间：2008年11月）。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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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使用空间的可能性，这就达成自存需求与

共存需求的平衡。

其次，空间组织特征与两类支族的宗族

观念相匹配，具体表现在空间细胞生长的有序

性，它使两类支族成员之间形成了与宗族血缘

关系基本一致的空间接触关系。此外，由此形

成的“大屋”格局便于两类支族进行内部连

结和对外防御，有效地提高了支族生存的安全

性，即“共存是自存的最佳保证”[9]25，有利于

维持“自存—共存平衡”的状态。

5.2   空间分配特征与“典型城市人”的匹配

空间分配特征主要与宗族观念、纲常思

想相匹配，既满足了各支族居住等自存需求，

又满足了与其他支族交往联系等共存需求，

还满足了对不同亲疏远近血缘关系的其他支

族的不同频率、不同强度的交往联系的需求，

符合宗族制度运行的需求。同时，由于这是一

种符合纲常思想的空间安排方式，因而被各

支族成员普遍认可，是一种公认的公平合理

的方式④，不容易引发支族间的争端，利于和

谐。也就是宗族思想和纲常思想使两类支族

找到了一种公认合理的空间分配方式，有利

于实现两类支族自存共存的平衡。

5.3   空间功能特征与“典型城市人”的匹配

空间功能特征主要与宗族观念和纲常思

想相匹配。宗族观念使两类支族都对敬祖空间

非常重视，如何协调敬祖空间的使用就成为双

方的聚焦点。不同层级的敬祖空间位于相应层

级的轴线上，首先既满足了各支族及其成员对

敬祖空间的自存需求，也保证了各级、各个敬

祖空间之间互不冲突，为满足支族间的共存需

求提供了保障；其次这种层级性与纲常思想相

符合，易于得到各支族的普遍认可，因而有利

于两类支族实现自存需求和共存需求的平衡。

6    结语与展望

6.1   结语

传统村落是我国历史文化的重要遗产，

对其空间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要领域

之一。基于“城市人”理论，本文对研究对象

从“人”（“典型城市人”）、“时”（历史阶段）、

“空”（所处之境）、“事”（“典型人居”）4个维

度进行分析，发现：“典型城市人”即张谷英村

两类支族（特定的“人”），在明清时期（特定

的“时”）和所处区位（特定的“空”）及其

带来的文化基因的影响下，形成了满足“典型

城市人”自存、共存需求平衡的村落空间即与

之匹配的“典型人居”（特定的“事”），在空间

组织、空间分配和空间功能（敬祖空间）方面

表现出相应的空间特征。从文化基因的视角，

具备这些空间特征的张谷英村村落空间实现

了“典型人居”与“典型城市人”的匹配。

6.2   展望

研究视角上，本文仅主要从文化基因的

视角对“典型人居”和“典型城市人”的匹

配进行了分析，未来可从更多的视角展开研

究。理论应用上，“城市人”理论为传统村落空

间特征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梳理归纳了

张谷英村形成的空间特征，尝试探究了文化基

因对空间特征形成的影响机制。这种思维方式

包含但不仅限于对空间形态的观察和归纳，尝

试增加了逻辑性的分析过程，因此为从更深层

次把握空间特征提供了新的思路。未来的研究

还可进一步挖掘对这一理论的应用，或可考虑

加入恰当的定量分析环节。

（感谢梁鹤年教授对本文的详细指导。）

图5　当大屋纵向主轴线上屏门全开聚焦祖先堂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④ 为笔者在当地访谈村民的结果（访谈时间：2008年11月、2015年7月）。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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